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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读杜牧诗作中蕴含的儒家入世思想

金 先 扩

   摘 要：生于晚唐的杜牧，继承了其祖父杜佑作《通典》的经世致用之学，一生怀有忧国忧民的热忱与经邦济世的抱负。其作品中许多地方都体现出了比较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文章从杜牧所作的关注民生、批判时弊等方面的诗文入手 ，分析其作品中的儒家入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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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前人对杜牧的研究多就其在律诗、绝句、古体诗等诗作方面的文学造诣着笔。也有人对他的风流韵事而作文。对于牧之诗文中体现的儒家入世思想，研究者还较少涉及。所以，我认为以其诗作中体现出的儒家入世思想作为论题研究，还是比较有尝试意义的。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安）人。出生于地势显赫的豪门之家，其祖父杜佑，父亲杜从郁都是唐朝身居高位的官员。文宗太和二年，杜牧进士擢第，授宏文馆校书郎，曾经多年在外地府署中担任幕僚，以后历任监察御史，膳部、比部及司动员外郎，先后出任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所处的晚唐时期，唐王朝已经急剧地走上了分裂衰亡的道路。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直接促使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藩政割据、暴乱横起，戎狄犯边、河垄不宁。再加上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使得整个社会风雨飘摇。这种危机深重的政治形势，致使当时的有识之士倍感迷茫。在他们的诗作中体现出的多是哀婉之风，如与杜牧齐名的李商隐的诗作就有这样的时代烙印。但是，杜牧创作的更多是风格俊赏清丽的作品。许多诗文都体现出了比较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与儒家的入世思想是及其符合的。

杜牧作品中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

（一）作咏史诗文，言入世之志

杜牧的入世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咏史诗作当中，他以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眼光，在一些重大的历史题材上，反思历史，在对历史的思索和议论中表达出自己的济世情怀。

赤壁历来多为文人咏叹的史料，杜牧在其《赤壁》一诗中，用“翻案”手法得出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1](P271)他用逆向思维反思历史：周瑜之成功，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我们知道，在晚唐诗人中杜牧是少见的谙熟兵法和经世之道者，他是极富政治军事才能的人。从杜牧“东风”一句看似自负的观点中，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杜牧也是渴望建功立业的，他内心也渴望着能有周瑜那样的平台一展自己的抱负。

在《题乌江亭》一诗中，他仍然以政治家高瞻远瞩的目光来看待项羽垓下之败：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1](P279) 垓下决战后，自杀是项羽唯一之选择，杜牧可能不明白这点，他之所以语出惊人，认为项羽应当“包羞忍耻” 、“卷土重来”，并不是肯定项羽有这种能力，而是从军事家的角度来看，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能以打个败仗就彻底认输。杜牧对项羽的批判中，表达出自己对战争胜负转换的见解，强调真正的英雄要经得起挫折失败，显示了诗人非凡的胸襟和见识，同时显示出轻看英雄、重写历史的巨大气魄，可见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负和对功业的期许。

在晚唐诗人的笔下，许多历史题材都有着强烈的当代关照的现实意义，每个作家对历史事件的内涵以及与当代的意义关联也都有各自的心证。杜牧其实也是如此。通过杜牧上述咏史诗可以看出：无论是诗人对周瑜的轻视也好，还是对项羽的批判也罢，其实体现的都是作者自己积极的入世志向。

（二）心系民生疾苦，彰显仁爱精神

儒家思想里所说的 “仁爱”，是一种大爱，它要求要兼爱所有的人，甚至天下之苍生。杜牧思想上也根植有儒家的仁爱，在其从政后，兴保民爱民的措施，深深同情百姓之疾苦，做过许多有益百姓的事。

    武宗会昌二年（842），杜牧在《黄州准赦祭百神文》写道：“牧实遭遇，亦忝刺史。斋斋惕栗，临谷临坠……天憎罪人，天可指视，只殃其身,岂可傍炽?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及妻子,无作水旱,以及闾里。”[2](P200)这种愿为一方百姓承担责任、祈求百姓平安的心情是真诚而迫切的。当黄州遇旱，杜牧祈雨道：“刺史性愚，治或不至，厉其身可也，绝其命可也！吉福殃恶，只当其身。胡为降旱，毒彼百姓？谨书诚恳,本之于天,神能格天,为我申闻”[2](P203)。作为“内怀经济之略，外骋豪宕之才”[1](P1)的地方官杜牧，目睹“天”之连年水旱灾害，致使“苗房甲而水淹之，苗秀好而旱莠之”，甚至于“人之将绝”的社会现实，深感痛心疾首，为了百姓发出责天怨天的呼喊。这种轻天重人的心情，又岂是人前作秀？

会昌五年（845）七月，池州大旱，禾苗将萎，百姓无力以对。杜牧到青阳县三十里的木瓜山求雨。相传木瓜山之神，“聪明格天，能降云雨。郡有灾害，必能救之。前后刺史，祈无不应。”杜牧“祈神之际，甘雨随至。槁然凶岁，化为丰年。”为“仰神之灵，感神之德”，杜牧又于次年某月丙寅日前往木瓜山还愿，作《祭木瓜神文》，并许下“愿新祠宇，以崇祭祀”之愿，仰求木瓜山神“视人如子，渴即与之。不容凶邪，不降疾疫。千万年间，使池之人，敬仰不怠” [2](P203),以求池州人寿年丰。杜牧从民之饥饱寒暖的利益出发，对待“天”和“神”的态度蕴含了博大的爱国怜民情怀。

会昌年间有铤而走险者流窜作案各地，结伙“打家劫舍”，社会不得安宁，江淮一带尤为严重。会昌四年，江贼“劫池州青阳县市，凡杀六人，内取一人屠剖心腹，仰天祭拜” [1](P169)。杜牧通过九个月的“寻穷寻访，实知端倪”。对于这起涉及濠、亳、徐、泗、宋、许、蔡、申、光诸州的重大事件，池州受害无力应付。杜牧据实写了《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陈述江贼危害范围、程度，并提出治理建议，朝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当别论。但杜牧据实上报朝廷请求解决“社会公害”，于国于民是有益之举。

在为太守时，杜牧还有《塞废井文》批评黄州废井不塞，以致害民；《上盐铁裴侍郎书》指责盐院权盐；《与汴州从事书》交流在役使问题上如何免去地方胥吏干扰的经验。这些文章都表明杜牧对百姓怀着忧虑之心，努力实践着儒家“以人文本”、“民惟邦本”的思想，也努力实践着自己“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的理想。

武宗会昌二年八月，回纥统治者率兵南侵，诗人感时而作《早雁》，“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暗灯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2](P57) 诗中表达的半是劝导，半是慰抚的关切之情。诗人用比兴的方法寄托了对北方边塞人民因受回纥侵扰而流离逃散的深切同情。

在乡村中，杜牧看到农民之苦，曾作过一首《题村舍》的诗：“三树稚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饥。 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 [1](P5)诗中以鲜明的形象写出农民与封建贵族两个对立阶层生活苦乐的悬殊，表达了对生活在底层人民疾苦的关切之情。出生豪门的杜牧能有这样的感触是难能可贵的。本诗体现出的 这种爱，是超越了阶级的大爱，也正是儒家提倡的“仁爱”、“兼爱”的真正体现。

（三）对现实的批判

儒家的先贤孟子提出立身处世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养吾浩然之气”。[4](P20) 臣子要以道义匡护君王，使人君行仁政。在此方面杜牧算得上是封建时代具有正值感的官员。当看到当权者举止之谬误，或者是觉察到时政之弊端，亦或者是面对社会之丑陋，杜牧总是大义凛然地对其加以讽刺和批判。

唐穆宗李恒以沉溺声色丧命，接替他的敬宗李湛，荒淫更甚，“游戏无度，狎昵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又“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并命令度支员外郎卢贞，“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 [5],以备游辛。此时年仅23岁的杜牧对于这一切，既愤慨又痛心。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明白地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表现出一种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

《阿房宫赋》高瞻远瞩，大气磅礴，讽刺昏君不恤民力，并道出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道理。“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将秦灭六国做了高度的概括，点出了主题。在一系列细致入微的勾画之后，杜牧笔锋一转，发出他忧国忧民的千古一叹：“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2](P2)
这里，杜牧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爱人”，即“爱其民”，爱民，六国可以不被吞并；爱人，秦可以世代相传。最后，杜牧更发自肺腑方地大声疾呼：“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真是言尽而意无穷也，其发人深省的批判一直警策着后人。

杜牧25岁的时候作过一篇《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他春游同州澄城县，访地方风俗，观察民生疾苦，深慨法令废弛，禁军京官欺压百姓，使得百姓只能凭借天险之地才能过安稳日子，看到这种情形，杜牧想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使民恃险而不恃法，则划土者宜乎墙山堑河而自守矣，燕赵之盗复何可多怪乎？”因作此文“ 书其西壁，俟得言者览焉” [2](P158),此时杜牧虽只是一介布衣，然他这种不畏权贵的批判态更显可贵。

身逢晚唐的杜牧，怀着安邦定国的雄心，对国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总希望能凭借自己的才能医治他心目中王朝的伤痕，助他走向康复。在他许多诗作中，收罗历史上的昏君，以警示君王，避免覆辙重蹈的厄运。杜牧往往以借古讽今的笔法，希望他们能迷途知返。杜牧在《过骊山作》中写道：“始皇东游出周鼎，刘项纵观皆引颈。削平天下实辛勤，却为道傍穷百姓。黔首不愚尔益愚，千里函关囚独夫。牧童火入九泉底，烧作灰时犹未枯” [1](P87)，在这首诗中，通过对秦始皇荒淫生活的描写，借古讽今，对当朝统治者提出警告。

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形象的展示了唐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山，舞破中原始下来；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醉月分明。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1](P138)这组诗是作者感时之作。当时社会，世风败坏，统治者“大起宫室，广声色”，过者腐化的生活，诗人感慨深沉，故作诗借古讽今，告诫当权者要以史为鉴，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而在《过勤政楼》中，诗人更是由今思昔，借勤政楼的颓败哀叹唐王朝的兴盛一去不复返：“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1](P130)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开元十七年由宰相奏请，定为千秋节，“群臣上万岁寿，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结丝承露囊，更相问遗。” [3] 玄宗建勤政楼，说要“勤政务本”，实则是在玄宗生日的千秋佳节上，楼前杂陈百戏，举国欢腾。眼下千秋节还在，承露丝囊却早已无影无踪，如今剩下的唯有苔藓爬满废弃的门锁。勤政楼已成废址，政治环境愈加的不如前，慨叹之中蕴藏着对朝廷政治腐败的暗讽。

在《泊秦淮》一诗中，杜牧更是以政治家的深沉表达了对事实的忧虑：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2](P70)诗中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正在唱《玉树后庭花》的歌女形象由此引发出诗人对“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深沉感慨。《后庭花.》被称为亡国之音，杜牧表面上是指责歌女不顾国势的日益危机，还在唱这种靡靡之音，其实是指责晚唐一些士大夫毫无心肝，在国家风雨飘摇的时刻，还在醉生梦死地享乐。横亘于诗人心中的是国家兴亡之感，其主旨也是鞭策惊醒当权者，希望其能以史为鉴。

    杜牧也曾对佛教进行过猛烈地抨击。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斥责捏造地域苦刑以愚弄百姓，而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使杀父之罪信佛悔悟也能得到解脱这样的谎言，更令人无法接受。如信佛消灾之论，恐怕将使刁民贪官有恃无恐。他尖锐地指出，崇佛者中，工商人“伪内而华外”，大秤大斛进，小秤小斛出，靠欺骗发财致富。基层小吏靠敲诈勒索聚敛财物，也能如“公侯家”。上层大官，假公济私，公开掠夺，“人不敢言”。这些人“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希望“有罪灭罪，无福至福”。结果是“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2](P154)杜牧反佛意在破除迷惑，是其对社会丑陋现实批判的体现。
杜牧身上真正体现出正是儒家“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处世精神，他这种不畏权贵的批判，伸张了社会正义，更彰显了儒家敢作敢为的大丈夫精神。

杜牧儒家入世思想的形成原因

首先，杜牧的家世影响其形成儒家入世思想。我们知道杜牧出生在京兆豪门之家，他在《上李丞相书》中就曾说道：“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 [2](P138)这种家族文化自豪感的背后是对氏族门望的骄傲。杜牧在《冬日寄小侄阿宜诗》中也豪迈地宣称：“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 [2](P9)显然，在杜牧心中，贵族的门荫既是从宦的资源，同时也是精神的资源，是从容入世的心理力量。

其次，杜牧的性格特点也影响其儒家入世思想的形成。杜牧继承了其祖父杜佑作《通典》的经世致用之学，很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富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 [1](P2)最喜论政谈兵，有忧国忧民的热忱与经邦济世的抱负。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杜牧大量作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诗作中体现出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之道与儒家入世思想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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